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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动向评析
*

周摇 凯

揖内容提要铱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脱胎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 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中国

共产党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为探究中共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 当前,

海外学者比较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 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

力、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议题, 并呈现出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 研

究议题紧跟时政热点、 理论框架亟待更新等特征。 总体而言,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比较视野、

实证分析以及专题化研究, 但存在着理论预设局限于政体二元论、 概念使用过度拉伸、 研究结论以

偏概全等问题, 须对其进行理性辨析与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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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家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 海外学界掀起了新一轮

“中国热冶 ———国外顶尖高校、 科研机构、 高端智库有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课程设置、 专题研

讨、 学术成果日渐增多, 影响广泛。 国外学者关注哪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议题? 海外中国共产

党研究有何新的发展动向? 其研究范式有何值得借鉴之处? 又存在哪些需要理性思辨之处? 本文将

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系统梳理和评述, 以增进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展演变和理论逻辑的

了解与反思, 在比较视野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演变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轫于西方汉学研究及中国研究, 并逐步发展成为以中国共产党为特定研究

对象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汉学研究是指西方对古代中国语言、 文学、 历史、 哲学、 社会等领域的系统

探究, 其目的是向西方世界描述推介东方古国的异域风貌和文化特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学界

逐渐兴起了一股 “反汉学冶 之风,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主张加强对近现代中国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入研究, 以服务于教育公众和政策制定, 从而实现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 中国研究中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新流派———
中国共产党研究, 主张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围绕党的历史、 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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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党的意识形态、 党的革命实践、 党的治国理政等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专题研究。 从研究议题和

研究风格上来看,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化, 即萌芽期 (1921—1949 年)、 成型

期 (1950—1978 年)、 发展期 (1979—2012 年) 和迷茫期 (2012 年至今)。
第一, 萌芽期 (1921—1949 年)。 该时期西方学界尚未对中国共产党研究产生浓厚兴趣, 一些

驻华记者、 外交官及个别学者发表了少量有关中共革命实践的报告和书籍, 侧重于描述中共领导下

红色政权、 武装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基本情况, 主要从 “猎奇冶 角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共的产生和崛

起。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 费正清的 《美国与中国》 和史华

慈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等。
第二, 成型期 (1950—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后, 海外学界不得不对一系列有关中共革命及其

政权建设的问题进行回应: 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胜出? 其如何巩固新生政权? 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何显著特征? 这些问题吸引了大批西方学者转向中国共产党研究,
研究风格也从描述性介绍转为分析性解释, 基本奠定了以中共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
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力作, 如鲍大可的 《共产党中国的干部、 官僚政治与政权》、 裴宜

理的 《无产者的力量: “文革冶 中的上海》、 马若德的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等。
第三, 发展期 (1979—2012 年)。 改革开放以来,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得到迅猛发展, 具体表

现在如下两点: (1)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涵盖了诸如中共执政合法性、 政党建设与体制改革、 社会

维稳与基层治理、 党内民主与政治协商等多维度研究议题。 (2) 学术成果 “井喷式冶 爆发, 有关中

共引领改革、 应对挑战及其自身建设的科研论文、 学术专著、 智库报告等大量涌现淤。 客观而言,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蓬勃发展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副产品: 一方面, 中共主导的各项改革议程

吸引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关注; 另一方面, 海外学者获得进入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和学术交流的大量机

会。 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共同促成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繁荣兴盛。
第四, 迷茫期 (2012 年至今)。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目前进入了一个充满纷争的迷茫期。 首先,

所谓 “中共崩溃论冶 之争。 2016 年, 沈大伟和狄忠蒲分别发表专著 《中国的未来》 和 《独裁者的

困境: 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 声称中共如果继续目前的 “硬权威冶 治理模式, 将难以避免地迎

来政体崩溃的结局。 然而, 郑永年、 杨大力等学者持不同意见, 认为现有政治体制依旧极有活力,
中共的执政经验正成为一些国家执政党争相学习与参考的重要内容于。 牛津大学的许慧文 (Vivienne
Shue) 和蓝梦琳 (Patricia M. Thornton) 则主张西方学者应尽快走出 “中共何时崩溃冶 的窠臼, 转

向扎实推进对中共主导下政体运行的中观及微观机制研究盂。 其次, 研究方法之争。 西方许多新生

代学者主张依据主流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和定量方法来研究中国共产党, 并力求在学科专业期刊而

非聚焦中国的区域性综合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这一转向致使一些海外学者对研究方法过度沉迷, 以

致轻视或忽略了为西方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智力支持的社会责任。 正如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博文所言: “他们本质上并不在乎中国的现实深处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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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李侃如的 《治理中国: 从革命到改革》、 吉利 (Bruce Gilley) 的 《统治的权力: 国家如何获

得和失去合法性》、 谢淑丽的 《中国: 脆弱的超级大国》、 沈大伟的 《中国共产党: 调整与适应》、 李成的 《通往中南海之路: 中共

十八大前高层领导群体》、 狄忠蒲的 《财富转化为权力: 中共对私人部门的拥抱》、 柏思德的 《回归政党: 中国如何治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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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Journal, Vol. 10, No. 2, 2012; Dali Yang, “China蒺s Troubled Quest for Order: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Stability Maintenance Regime冶,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Iss. 103, 2017.

Vivienne Shue and Patricia M. Thornton (eds. ), To Govern China: Evolving Practices of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鄄
sity Press, 2017, pp. 1-26.



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对现实世界泛泛的抽象描述。冶淤

综上所述,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脱胎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 盛于对中共治国理政的问题

聚焦与理论关照, 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所言:
“要了解中国, 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冶于 虽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当下存在着一些内部论争, 但

其基本共识依然坚实如故, 即理解当代中国必须聚焦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自身。

二、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最新动向

自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关于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强力举措, 给执政党自身

及中国社会带来了显著变化, 引发了海外学者的浓厚学术兴趣和理论思考。 从现有研究来看, 高压

反腐及其内在逻辑、 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 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政治特征等成为海外学者最为关注的学术热点。
1.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热点

(1) 关于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 “苍蝇老虎一起打冶 的高压反腐是否能有效遏制干部腐败?
海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迥异的答案。 沈大伟和裴敏欣认为, 虽然当前中共的反腐风暴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严肃和持续, 但这并不会根除腐败问题, 高压反腐是治标不治本盂。 马若德也指出,
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中共的政治声誉, 但反腐也是 “双刃剑冶, 会引发党

内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基层干部的不作为榆。 与此同时,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中国共产党十八

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成效。 克礼 (Macabe Keliher) 等学者认为, 高压反腐与行政

体制改革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完整体系, 不仅旨在清除干部腐败和渎职现象, 更重要的是彻底

改变当前的政治文化, 重塑中共政治运作的新模式和干部管理的新理念虞。 彼得·劳仁特及其合作

者则通过对中纪委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查处的全部腐败案例的定量分析发现, 与高层领导的

私交也无法对贪官本人提供有效保护, 中共反腐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举措愚。 英国学者凯利·布

朗指出, 高压反腐的内在逻辑是中共为了巩固和实现长期执政目标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一场旨在

改变党内错误权力观念和重塑良好政治生态的自我革命舆。
(2) 关于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 中共的意识形态建设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尼·赛奇认为, “四个全面冶 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核心要义,
具有理论新意和战略性余。 凯利·布朗等则指出, 当前中共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是更加主动地

从价值层面构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气质的理念与体系 (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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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党的领导、 凝聚共同理想以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淤。 《当代中国》 主

编赵穗生认为, 当前中共发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建设运动, 将马克思主义、 列宁

主义和民族主义融为一体, 目的是为了净化执政党自身和巩固其长期执政的地位, 从根本上确保政

治体制总体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于。 《亚洲研究期刊》 主编华志坚则对 “中国梦冶 的

内涵进行了分析, 认为 “中国梦冶 虽然具有多个面向, 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复兴, 这并不与个人

幸福产生矛盾, 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是个人幸福的有力支撑盂。 同时,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所高

度重视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也颇受关注。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 2014 年出版的 《安源: 发掘中国

革命之传统》 中, 围绕安源罢工这一个案, 考察了中共 “文化治理冶 (culture governance) 的政治传

统, 认为唯有充分认识中共文化动员的政治基因, 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独有的比

较优势和特殊之处。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 “软实力冶 建构———
通过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和媒体 “走出去冶 战略, 中共巧妙地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

音, 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榆。 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则分析了中共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冶 的人才观, 指出选贤任能是融合了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更

适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制度安排虞。
(3) 关于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 随着 “党领导一切冶 的不断强化, 党在不同领域中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 ( “双覆盖冶) 以及在社会治理中主导角色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狄忠蒲认为, 中共在 “两
新冶 组织 (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 中推进党建工作是 “列宁式政党冶 的内在要求———中共通过

主动地在这些新兴领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党员, 可以拓展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并更好地监管和服务于

这些经济社会最活跃的 “细胞冶愚。 蓝梦琳则指出, 在 “两新冶 组织中建立基层党组织, 既是党的领

导在体制外的一种生动体现, 又能够增强执政党在 “两新冶 组织中的存在感和认同感。 此外, 这些

处于新兴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在参与各类公共服务过程中, 还有助于改善执政党的政治形象, 赢得更

多社会认可和民意支持舆。 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 古大牛 (Daniel Koss) 认为, 中国政治体

制的力量之源在于中共的执政能力, 而其执政之基则是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基层党组织和数以千万的

中共党员———通过无数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 中共得以有效贯彻政治决议、 落实重大政策、 引领

社会治理余。 芮杰明 (Benjamin L. Read) 进一步指出, 由执政党创制的基层行政单位 (如居委会、
村委会) 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并且通过多种柔性方式 (如社区服务、 邻里互助、 矛盾调

解等) 广泛接触和团结民众, 有效增强了中共对基层社会的管治能力俞。
(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海外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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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加聚焦这一重大变化及其政治特征。 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认为, 中共中央更加强调 “党领导

一切冶。 换言之, 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被不断巩固和强化, 党的领导在社会各个层面予以进一步重申

和全面体现淤。 从领导风格而言, 马若德将中共领导人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董事长型和首席执行

官型。 董事长型领导风格注重方向性、 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顶层设计, 而首席执行官型领导风格表现

在对现有大政方针的坚决贯彻和狠抓落实。 他认为,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治国理政

中体现出了兼具上述两种类型的新领导风格, 即一手紧抓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一手狠抓贯彻执行

和任务落实于。 此外, 从领导体制来看,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 新时代

的中国政治在维护党内团结、 保持国内稳定以及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同时, 积极对集体领导体制进

行新一轮的动态调整和创新实践, 试图在权力集中与权力分享之间寻求一种新的重塑与平衡盂。
2.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特点

从上述最新的发展动向来看, 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如下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 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 与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不同,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已经走出 “象

牙塔冶, 进一步拓展到政界、 军界、 商界等, 成为各类国际组织、 高端智库、 咨询公司的重要研究

对象。 例如, 世界银行、 美国兰德公司、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等非

营利性组织, 以及麦肯锡公司、 荣鼎咨询集团等营利性商业机构均设有专职科研人员或研究团队,
对当前中共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系统研究, 尤其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共的重要文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开展深入分析, 以便积极研判与预测中共执政的战略方向与

发展趋势。 比如, 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就积极组织专家详细研究了中共十九大报

告, 并发表了 《2018 年我们能对中国期待什么?》 一文, 从中共经济政策调整与世界贸易格局变迁

的角度分析预测了未来投资的机遇与风险榆。 总体而言, 这些新兴研究主体丰富了海外中国共产党

研究的维度和视角, 突破了传统学院派研究过于注重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 而忽视对策性思考的弊

端, 强化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预测性研究。 海外学者已不仅仅满足于对某一议题 “是什么冶 “为什

么冶 的理论追问, 而是更注重对 “怎么办冶 “如何做冶 等策略层面的深度探讨。 概言之, 海外中国

共产党研究不再停留于单纯地对中共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理论解读与学理分析, 而愈加强调从实用性

角度为母国国家利益、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或商业资本盈利展开战略分析与对策研判。
其二, 研究议题紧跟时政热点。 当前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拥有在中国学习工作的经历, 对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新提法新举措新变化敏锐度较高, 更加热衷于追逐时政热点议题和拓展新的研

究领域。 从研究议题变化来看, 除少数学者依旧 “执着冶 于中共执政合法性、 政党体制、 基层维稳

等老生常谈的话题外, 许多西方学者紧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从

研究侧重点来看, 全面从严治党、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经济新常态、 精准扶贫、 文化软实力、 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 生态治理等问题, 日渐引发海外学者的强烈学术关注。 虽然针对这些热点议题的

研究或多或少存在 “跟风冶 之嫌, 但对推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议题多样化和提升其研究时效性

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从研究方向选择来看, 近年来一些西方中共问题专家对其研究方向进行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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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整。 例如, 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闻名学界的沈大伟, 将自己的研究方向

转向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策略研究淤。 无独有偶, 以研究中共基层政权维稳机制而著称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静君则转向了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劳资纠纷问题研究于。 诸如

此类的个人研究大幅度转向绝非个案,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正呈现出焦点议题更新快、 学者跟进速

度快的总体特征。
其三, 理论框架亟待更新。 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威权主义韧性 (authori鄄

tarian resilience) 的解释框架之下, 缺乏概念创新和理论突破。 “威权主义韧性冶 是由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黎安友提出的理论框架, 意在解释中共为何没有步苏共后尘, 反而其执政地位不断得以巩固的

现实状况。 该理论框架的优点在于意识到了所谓 “威权主义国家冶 执政党并非僵化保守、 固步自

封, 而是能够通过权力交接制度化、 选贤任能规范化、 政治参与有序化等方式及时应对国内挑战与

国际压力, 从而实现政权巩固与延续。 然而, 该理论的缺点也显而易见, 即 “韧性冶 概念的外延过

于宽泛, 缺乏有效界定, 导致越来越多的变量被吸纳到该理论框架之下———当任何因素都被视为

“威权主义韧性冶 时, 这一理论也就丧失了其精准解释力和理论生命力。 例如, 海外学者不约而同

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 如村民选举、 民主协商、 “送法下乡冶、 “两新冶 组织党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 归结为中共领导下政体韧性的重要表现。 换言之, 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

都被机械化、 简单化地解读为旨在延续其执政地位的主动选择或被动反应, 是其政党适应性和政体

韧性的显性表现, 而本应大胆进行概念创新和理论建构的重要契机被有意或无意地错过了。 因此,
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亟待突破 “威权主义韧性冶 的概念束缚和 “惰性冶 思维, 勇于超越西方政

体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的羁绊, 积极实践更加符合现实世界发展经验的理论框架创新。

三、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启发性与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研究在海外已发展成为以中共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交叉型研究领域, 不仅为中

外学界审视和思考中共治国理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 也对国内学界进一步推进党史与党建

研究极具启发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海外学者深受西方价值理念及学术规范影响, 在学习与借鉴

其研究成果时, 须对其进行理性辨析与批判性思考。
1.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启发性

第一,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比较视野。 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弱化中共的独一无二, 主张将

其置于纵向历史或横向现实的比较框架之下, 从中发掘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共通之处与比较优势。 例

如, 在马丁·季米特洛夫编著的 《为何共产主义没有崩溃》 一书中, 来自欧美的十二位学者将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中垮台的苏联共产党及东欧国家共产党, 与现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 古巴、
越南、 朝鲜、 老挝) 的执政党进行了细致比较, 发现以中共为代表的这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

义政党展现了较强的制度调适性 (包括经济制度的改革力度、 公共政策的回应效度、 政治制度的吸

纳性、 意识形态的弹性等)盂。 此外, 郑永年从纵向对比角度分析了中共与国民党在组织结构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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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上的差异。 他指出, 虽然国共两党都受到了列宁式政党理论的影响, 但中共的组织建设更具穿

透力, 其对革命理念与现实政治的 “揉和冶 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淤。 比较视野下的学术研究优势在

于, 一方面有助于明晰中共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异同, 精准把握其政治特质与内在优势; 另一方面,
比较研究也有益于将中共这一重要案例与现有政党理论进行深入对话, 以生成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

命题, 不断拓展政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实证分析。 秉承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传统, 海外

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力求摒除宏大叙事和空泛议论, 而是高度重视对具体事实、 过程和细节的深入探

究, 在收集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和验证理论。 概言之, 一切理论必须基于事实和证据。 由此,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例如, 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采用分层

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探讨了中国民众为何对执政党总是具有超高信任度的问题于; 芮杰明采取了民

族志研究方法, 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六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访谈, 详细调研了社区居委会、 居

民区党支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盂; 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莉通过深度访谈辅之以问卷调查的

混合研究方法分析了农村社团组织与基层干部之间的亲疏关系如何影响了当地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

的供给状况榆。 此外, 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也开始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和列举实验 ( list experiment)
方法来研究中共对网络舆情的管治策略、 对社情民意的回应效度等前沿问题虞。

第三,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注重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 海外研究者往往具有不同的学科背

景, 如政治学、 社会学、 历史学、 经济学、 传播学、 人类学等, 且热衷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开展跨学

科的对话、 商榷甚至论战, 从而不断深化对原有问题的认知与思辨。 针对某一问题的专题研讨已成

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流趋势, 一些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知名区域研究期刊, 如 《中国季刊》
《当代中国》 以及 《中国学刊》 等, 经常围绕某一热点问题组织跨学科的专题讨论与系列研究, 不

断推动以问题为导向、 融合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2.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具有上述诸多优点, 但其在理论预设、 概念使用和研究结论方面依然

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 理论预设拘泥于民主—威权二元论。 海外学界深受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影响, 其

研究出发点和理论落脚点是威权政体何时开启民主化进程, 其核心议题始终纠结于中共主导的政治

体制何时如苏东国家共产党那样转向西式民主政党体制。 针对中共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卓

越的政党调适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海外学者不断追问的却是经济高速发展是否会带来政

体变化? 公民社会是否会挑战中共执政? 新兴社会群体是否会对执政党提出政治参与新诉求? 显然,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体现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政治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维。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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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西方民主化理论在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效

仿对象, 试图将西式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普世模板进行推销。冶淤

当前研究基本沿袭了这一定式思维, 将中共所进行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改革措施与制度创新定格

在威权政治理论框架之下。 海外学界的研究前提依然是西方民主政体才是 “美好彼岸冶, 而研究中

国共产党的核心问题则是: 中共是否正在转型? 为何没有发生转型? 是否即将崩溃? 自冷战结束之

后, 民主—威权政体二元论实际上已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逐渐失去了其理论解释力和范式主导性。
一方面, 政体二元论无法解释真实世界的实际发展情况, 特别是 “混合型政体冶 (hybrid regimes)
的出现, 以及部分国家从一种威权转向另一种威权而未发生民主转变的客观现实于。 另一方面, 随

着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衰败迹象的日渐显现和中国模式的日益成型, 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比较政治研

究的理论视角应从政体转型范式向政党良治范式进行转换。
第二, 概念使用存在过度拉伸现象。 任何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都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

的产物, 具有明确的边界或限制性条件。 当某一概念跨越时空去解释其他类似现象时, 其适用性往

往面临质疑与挑战。 例如, 有些西方学者经常使用 “autocracy冶 (专制) 和 “dictatorship冶 (独裁)
这两个术语描述中共的长期执政。 然而, 这两个概念所要强调的均是个人掌握绝对权力的政治体制,
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 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 智利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等。 显然, 中共

所实行的集体领导制与上述个人独裁专制案例具有本质差别, 不加区分地简单套用无疑是一种概念

误用。 此外, 海外学界习惯性地将中共执政称为 “一党制冶, 似乎暗示中共是中国的唯一政党, 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民主协商、 共襄国是的制度安排。 因而, 这种表述也相当

随意, 缺乏严谨性、 客观性和精准性。 概言之, “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

发展起来的, 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冶盂。 然而, 当这些西方社

会孕育的概念 “旅行冶 到非西方社会中时, 其外延覆盖面的扩展必然导致内涵精确性的丧失, 从而

难以真正捕捉到事物的本原。
第三, 研究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遵循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所提倡的 “中层理论冶 范式, 反对宏大理论的建构, 而注重从具体的经验观察中总结出有一定限度

的中观理论。 由此, 学者们在研究中共执政理念与实践时, 经常选择从小题目或微观层面入手, 借

助各种研究方法最大可能地获取实证资料, 并 “以小见大冶 地构建起解释中共治国理政的 “一家之

言冶, 往往会酿成以偏概全的谬误。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常见问题之一是重大议题的讨论却建立在狭窄有限的经验基础上。 研究

者往往根据田野调查的个别案例或现实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可量化的数据资料, 绕开历史脉络、 现实

背景及客观实际, 急于得出关于中共执政的一般性结论或重大发现。 这些成果或许在方法上颇有新

意, 比较符合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 “科学冶 标准, 但却时常忽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导致

社会科学中的 “社会冶 元素消失。 尤其是西方学界兴起定量研究潮流后, 使得一些研究者对中共治

国理政的历史背景、 现实情景、 客观条件不求甚解, 甚至一些学者根本不懂中文, 便匆匆忙忙搞数

据、 搞实验、 搞模型, 摇身一变成了 “中共问题专家冶。 他们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文献回顾, 急于

显示研究方法的前沿性, 脱离具体情境和实际情况便得出一些或削足适履或盲人摸象或管窥蠡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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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西方民主化理论存在致命缺陷》, 《求是》 2016 年第 12 期。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36.
也美页 欧博文: 《与学科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 管玥译, 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forward_1438465。



研究结论, 学术研究也异化为快速生产期刊论文的发表游戏。
总之,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既体现了西方实证主义传统的鲜明特征, 又在价值观、 认识论和方法

论上存在令人担忧的诸多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并非 “钢板冶 一块,
有些友好有些敌对, 有些客观坦率有些轻率武断, 有些观点鲜明有些投机善变, 有些对中共怀有深挚

情感, 有些则带有个人偏见。 这些持不同立场的学者或任职于顶尖学府, 或受雇于高端智库, 或就职

于咨询机构, 彼此之间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各类问题时常展开商榷与辩论, 共同构成了当前海外中国

共产党研究的多样图景。 然而, 抛开学者们所持立场与个人态度的差异与变化, 仅从研究整体性、 学

术规范性、 论证严谨性的角度来看,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在理论预设、 概念使用和论证过程中均存在

着上述共性问题。 因此, 国内学界对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参考需要慎之又慎。
近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理论与

实践经验,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诸如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冶 等问题已经无法依靠西方理论进行解释, 而只能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

理论与实践中寻找答案。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所指出的:
“西方国家的长期论点是, 多党制是民主的一大优势, 能够防止政党僵化和停滞。 然而事实上, 中

国共产党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 而西方的政党却越来越疏远其代表的人民。冶淤 由

此, 中国共产党研究不能沉迷于生造理论、 搬弄概念或卖弄方法, 而应积极探寻中共能够应对执政

挑战并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战略思维和机制策略, 并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总结中共治国理政的理论

发展与实践创新, 向世界贡献政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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